
 

 

党建生态群与供应链韧性

陆    蓉，吕    静，王怡靓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党组织引领是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形成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各级党组织

网络是否在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上发挥了独特作用？与考察单一企业党组织引领作用的研究不同，

文章提出党建生态群概念，探讨了党建生态群如何通过独特的信息渠道来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研

究发现，党建从纵向和横向维度构成生态群，上下级党组织的纵向关联通过政策信息传递渠道来提

升供应链韧性，企业间党组织的横向关联通过非公开信息传递和技术信息溢出渠道来提升供应链

韧性。上述“公转带动自转”的党建生态群的作用路径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社会网络中心度和供

应链不同位置样本的对比分析中得到验证：以国有企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较高的企业为基点的党

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强，起到了“利他”作用；而以非国有企业和社会

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自身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强，起到了“利己”作

用；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以位于供应链中游的企业为主。文章展示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也为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来提升供应链韧性

提供了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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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组织引领是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就在于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各环节

中。国外企业没有国有与非国有之分，也没有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种独特的企业制度。这种

制度安排是中国独有的，是与国外企业制度的重要区别。现有研究大多探讨单一企业党建对自

身的影响。例如，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严若森和吏林山，2019），抑制企业

财务违规行为（戴亦一等，2017），改善公司绩效（何轩和马骏，2018）。而鲜有文献考察党组织整

体架构的经济影响。

实际上，党组织是网络型架构的，对公司治理的参与和作用路径具有独特性。党内的组织

关系有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也有横向的同级支部间关系。企业运营不仅受到自身党组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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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还会受到党组织网络的影响。党组织网络具有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会使组织成员与非

组织成员在信息、权利、责任等方面产生差异，最终导致社会属性和经济绩效的差异。

为了深入剖析中国特色的党组织网络嵌入的企业治理模式及其效果，本文提出“党建生态

群”概念，以具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关联的企业供应链为载体，研究党建生态群在供应链韧性上

发挥的独特作用，以期揭开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运营模式的一角面纱，为如何发挥政府作用

来提升供应链韧性提供中国经验。

本文借鉴企业社会资本（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社会关系（任宏达和王琨，2018）和企业党

建（马连福等，2013；李明辉等，2020）的概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定义党建生态群。纵向

维度指上下级党组织间的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指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关

系；横向维度指企业间的党组织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指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

党组织沟通关系。可见，党建生态群是以各企业基层党组织为基点的全方位覆盖式的党组织网络。

本文以供应链韧性作为研究载体，能为党建生态群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良好的实验环境。

首先，供应链研究涉及同级和上下游企业间的互动，与党建生态群的概念比较契合。其次，建设

有韧性的供应链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供应链韧性不仅是链上企业所关注的，更是行业、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需

要关注的问题。

本文采用 2001—2022年 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本

文从供应链的抵抗力、恢复力和成长性三个维度来度量供应链韧性，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

度量党建生态群。结果表明，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后，党建生态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

党建生态群的纵向维度主要通过政策信息的独特传递渠道来提升供应链韧性，横向维度主要通

过非公开信息和技术信息溢出渠道来提升供应链韧性。上述作用路径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社

会网络中心度和供应链不同位置样本的对比分析中得到验证：以国有企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较

高的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强，起到了“利他”作用；

而以非国有企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自身供应链韧性的提升

作用较强，起到了“利己”作用。这说明党建生态群在提升企业供应链韧性上发挥了“公转带动

自转”的作用。此外，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以位于供应链中游的企

业为主。本文的研究框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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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提出了党建生态群的概念，将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文献由企业

内部单一党组织拓展至党组织网络，揭示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党组织的架构。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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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证实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企业供应链韧性管理中政府作用的

一个范例，也揭示了企业党建的必要性。第二，本文揭示了党组织对于企业治理作用的新机制。

现有研究大多注重党组织的监督治理机制，本文为党组织独特的信息传递机制提供了经验证

据。此外，关于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自身，鲜有涉及企业间的联系

互动。本文将党组织多层次架构的经济影响拓展至供应链韧性，展示了党建生态群对企业发展

多维度的良性作用。第三，本文为供应链韧性研究提供了新角度。关于供应链韧性影响因素的

现有研究集中于公司的动态能力和信息技术等，本文则拓展至中国特色公司治理体系——党组

织的生态架构，这有助于推动供应链发展的深入研究。

二、概念界定、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 党建生态群

党组织引领是我国企业的独特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独特之处。探讨党组织

对企业的积极影响及其路径，对于揭秘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关于

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现有研究大多探讨单一企业党建对自身的影响。例如，党组织参与治理会影

响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马连福等，2012），抑制企业财务违规行为（戴亦一等，2017）和国

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严若森和吏林山，2019），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乔嗣佳等，2022）。

企业的党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以各企业基层党组织为基点的全方位覆盖式的网络型架构。

党内的组织关系有纵向的上下级关系，也有横向的同级支部间关系。企业运营不仅受到自身党

组织的影响，还会受到党组织网络的影响，且党组织网络具有独特的信息传递方式。例如，在新

冠疫情时期，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各级党组织通过指导行业协会与商会来畅通供应链。可见，

各级党组织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群，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穿针引线”。党组织对企业的作用

不应从单一方面考察，要关注党组织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发挥的桥梁联动功能，多维立体、

纵横结合地考察其作用方式。

本文首次提出党建生态群的概念。党建生态群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存在的组织架

构，是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这一正式制度与企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的结

合。本文借鉴企业社会资本（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社会关系（任宏达和王琨，2018）和企业党

建（马连福等，2013；李明辉等，2020）的概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定义党建生态群。纵向

维度指上下级党组织间的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指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关

系；横向维度指企业间的党组织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指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

党组织沟通关系。可见，党建生态群是以各企业基层党组织为基点的全方位覆盖式的党组织网络。

2. 供应链韧性

早期对供应链韧性的研究重点在于供应链受到冲击时做出抵抗和维持原状的能力（Rice和

Caniato，2003；Christopher和 Peck，2004），近年来对供应链韧性的研究在上述基础上强调受到外

力冲击时受益且变强的能力，注重转“危”为“机”。Gölgeci 和 Kuivalainen（2020）以及 Negri 等

（2021）提出，供应链韧性是指面对外部冲击时，供应链系统可以保持链条稳定，甚至能够化危为

机而实现供应链升级。李维安和马茵（2022）认为，供应链韧性是在面临中断风险时，企业能够

恢复供应状态并在危机中受益的能力。

部分学者将供应链韧性分为多个维度进行研究。Lee（2004）提出 3A供应链概念，认为供应

链应该是敏捷的（Agility）、适应的（Adaptability）、利益一致的（Alignment）。张树山和谷城（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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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供应链韧性划分为供应链抵抗力和恢复力两个维度。陶峰等（2022）从供需匹配优化、供需关

系维持、供应质量提升三个层次来定义供应链韧性。

本文从供应链抵抗力、恢复力和成长性三个维度来定义供应链韧性。供应链抵抗力（Resis）
体现了供应链运行状态的稳定性，即在应对外部扰动时仍能保持稳定运行和循环畅通的能力；

供应链恢复力（Recov）表示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时偏离原始运行轨迹后的回弹能力；供应链成

长性（Growth）是指当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时，不仅能够恢复至正常的运营状态，还能转“危”为

“机”，达到一个新的更理想的状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党建生态群能够通过独特的信息渠道来提升供应链韧性。纵向上与上级党组织

的沟通有利于企业及时获取并落实政策信息；横向上企业间党组织的沟通能够对市场公开信息

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并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技术信息溢出，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1. 纵向维度的政策信息传递

面对外部冲击时，企业对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判断难度加大。这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

营，对供应链韧性造成破坏。党建生态群中存在上下级党组织间的关联，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党

组织的沟通有助于其精准迅速地捕捉政策信息的变化，降低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

提高面对外部不利冲击时的反应和恢复能力；同时，企业内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公司治

理结构有助于其及时落实政策信息，实现稳定的生产经营，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

以工商联、统战部、行业协会和商会为主的上级党组织发挥了与企业沟通的作用，都是党

和政府与企业建立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江良高，2002）。在国家发布新的经济政策或召开各类会

议之后，上级党组织会开展集中研讨和政策学习，首先提升自身对于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再

将经济政策传达下去。若企业的董监高等人员在上级党组织中担任职务或是上级党组织成员，

则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获得并解读政策信息，提升对制度环境判断的准确程度，降低对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企业内部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主要形式。当企业从上级党组织获

得政策信息时，由于党委会委员和董监高成员的交叉与兼任，企业能够更好地参考并落实政策

信息，及时将经济政策信息纳入生产经营决策中。

企业通过董监高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各项政策法规及有效信息，

降低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从而提振对产业链供应链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通过“双

向进入”“交叉任职”实现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参考并落实政策信息，实现

稳定的投资、研发与生产，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以及企业的积极性、凝聚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从

而增强供应链韧性。综上分析，党建生态群的纵向维度能够通过政策信息传递渠道来提升供应

链韧性，而且其参与主体和传递渠道具有独特性。

2. 横向维度的非公开信息传递和技术信息溢出

党建生态群中存在企业间党组织关联的横向维度，能够对市场公开信息起到补充作用，有

助于企业获取行业内企业生产经营等方面的非公开信息和技术信息。由于党建活动的多样性，

党组织成员间的交流不仅存在于党组织内部，还存在多个党组织间。产业链供应链联合党委、

上下游企业党支部间的交流活动普遍存在，各类产业链供应链党建联盟屡见不鲜。在此类以党

建为媒介的交流会和各类联盟中，建立了党组织的企业会进行生产销售等方面非公开信息和技

术信息的交流。这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打破企业间信息和要素沟通的隐性壁垒，缓解供

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提升信息和知识技术的传递效率。例如，在黑龙江克山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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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产业链供应链联合党委交流座谈会上，链上企业分享马铃薯产品的销售、研发及目前存

在的问题等。

在链上企业的日常交流中，根据相似吸引理论（Byrne，1971），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更容易

相互吸引，沟通频率更高。当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时，党建生态群有助于提升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沟通和交流的频率，凝聚链上企业。此外，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通过社

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划分的依据通常为容易观察的特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会通

过党建生态群形成内部群体偏好，对处于群体中的成员更加信任和支持（Zhang等，2019），成员

间更容易进行信息和技术的交换与共享，形成“信息流效应”，实现互利共赢（Chu等，2019）。同

时，党建生态群能够将党员间的沟通由企业内部扩展到链上，企业间党员交流有助于信息共享

和先进技术传播。例如，浙江正泰集团构建的低压电器产业党建生态群帮助供应链企业建立党

支部 23个，提供帮扶资金 2.1亿元，技术改造 770次（尉郁和杨平宇，2022）。
党建生态群的横向维度能够对市场公开信息起到补充作用，提升行业间知识技术外溢和研

究成果共享的速度，降低信息获取与传递成本，帮助企业获取上下游企业生产、经营、技术等方

面的非公开信息。信息共享效率的提升不仅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运营成本，缓解

长鞭效应的影响（杨志强等，2020），还能筛选优质供应商与客户，提升供应链抵抗力和恢复力。

技术溢出有助于“增量提质”，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

争力，从而促进供应链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 2001—2022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党建生态群相关数据来自 CSMAR数据

库中高管简历，并使用 python等软件从上市公司年报和党组织会议材料中爬取后进行手动补充

更正。供应链韧性数据和控制变量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本文剔除了当年的 ST 或 PT 公

司、金融行业公司以及数据异常或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 3 034 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为了控制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1）供应链抵抗力（Resis）。供应链抵抗力是指供应链在受到外部扰动时仍能保持稳定运行

和循环畅通的能力。本文借鉴张树山和谷城（2023）、陶锋等（2023）以及董浩和闫晴（2024）的研

究，从下游客户和上游供应商对企业的资金占用情况、供应链稳定程度和企业库存调整幅度来

衡量供应链抵抗力。

面对外部扰动时，上下游企业对企业的资金占用情况决定着供应链关系是否能够存续。如

果企业面临较大的应收账款压力，那么企业的生存难度加大，企业与客户间的合作关系会趋于

破裂，面临“断链”风险。参考 Cull等（2009）的研究，本文利用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与主营业务

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资金占用情况（Resis1），计算公式如下：

Resis1it = ln
[
(brit +arit + prpit)/mbiit

]
（1）

其中，br 表示应收票据净额，ar 表示应收账款净额，prp 表示预付款项净额，mbi 表示主营业务收

入。该指标数值越小，下游客户和上游供应商对企业的资金占用越少，供应链抵抗力越强。

供应链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着供应链抵抗力。本文使用企业连续四年与前五大客户交易

额度占比的标准差，作为供应链稳定性的负向替代指标（Resis2）。该指标数值越小，企业与其大

客户的业务往来波动越小，供应链的稳定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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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库存调整幅度较小表明库存管理效率较高，能够及时应对下游企业的需求。借鉴陶

锋等（2023）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存货前后两期变化绝对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库存调整幅度

（Resis3），计算公式如下：

Resis3it = ln |Invit − Invit−1| （2）

其中，Inv 表示企业存货净值。该指标数值越小，企业对供给的管理效率越高，供应链抵抗力越强。

（2）供应链恢复力（Recov）。供应链恢复力是指在受到外部冲击后，短暂偏离正常运营状

态，最终恢复至原始正常状态的能力。因此，在受到冲击后，偏离或者波动的大小能够较好地体

现供应链恢复力。

第一，生产波动对需求波动的偏离。在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后，链上企业原来的生产量和

波动量都会受到影响，导致短期内供需失衡。参考 Shan等（2014）的研究，本文采用生产波动对

需求波动的偏离程度（Recov1）作为供应链恢复力的一个代理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Recov1it = Var (Productionit)/Var (Demandit) （3）

其中，Production 表示企业的产量，Productionit=Demandit+Invit−Invit−1；Demand 表示企业的需求量，

用销售成本来衡量；Inv 表示企业的存货净值，为了消除时间趋势的影响，本文做了对数和一阶

差分处理。该指标数值越大，供应链上下游供给和需求间的波动越大，供应链恢复力越低。

第二，企业绩效的偏离。当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时，企业的绩效水平会偏离原来正常的运

行轨迹，并逐步恢复至正常状态。因此，企业绩效的偏离程度（Recov2）也是供应链恢复力的一

个代理指标。借鉴张树山和谷城（2023）的研究，本文利用以下模型的残差来捕捉企业绩效的偏

离程度：

Perf ormit = α+β1Sizeit +β2Levit +β3Growthit +β4ageit +β5Boardit +ΣFirm+ΣYear+εit （4）

其中，Perform 表示企业经济绩效，等于息税前利润除以员工人数，息税前利润=净利润+所得税

费用+财务费用。模型中加入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

企业年龄（Age）和董事会规模（Board）等影响企业绩效的控制变量，并控制了企业和年份固定效

应。模型（4）的残差越大，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反应越大，供应链恢复能力越强。

（3）供应链成长性（Growth）。供应链成长性是指当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时，企业不仅能够

恢复至正常的运营状态，还能转“危”为“机”，达到一个新的更理想的状态。借鉴 Sean等（2022）

的研究，本文使用经营增长（Operating_Growth）作为供应链成长性的代理指标。经营增长是指企

业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那里获得的增长。作为产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能够

通过与企业的商业往来及时获得信息，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而且链上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

相互依存的特点。因此，经营增长能够很好地反映企业所处供应链的成长性和未来发展能力。

本文将经营增长定义为总资产的增长减去融资的增长（即债务和股权的变化），再减去税收和应

付账款的增长。该指标主要反映企业从供应商和客户那里获得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增长情况，

计算公式如下：

Operating_Growthit =(∆Total_Assetsit −Financing_Growthit −∆Accounts_Payableit

−∆Taxesit)/Average_Total_Assetsit

（5）

其中：

Financing_Growthit =(∆Current_Liabilitiesit +∆Long_Term_Liabilitiesit +∆Minority_Interestsit

+∆Pre f f erred_Stocksit +∆Commom_Equityit)/Average_Total_Assets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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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esit = ∆Tax_Payableit +∆De f f erred_Taxesit （7）

式（5）中，Total_Assets 表示企业年末总资产，Financing_Growth 表示企业的融资增长，

Accounts_Payable 表示应付账款，Taxes 表示税收，Average_Total_Assets 表示企业当年平均总资

产；式（6）中，Current_Liabilities 表示流动负债，Long_Term_Liabilities 表示长期负债，Minority_
Interests 表示少数股东权益，Prefferred_Stocks 表示优先股，Common_Equity 表示普通股；式（7）
中，Tax_Payable 表示应交税费，Defferred_Taxes 表示递延所得税。

本文采用熵权法对供应链抵抗力、恢复力和成长性三个维度下的 6个指标（见表 1）进行综

合测算，得到供应链韧性指标 Scr。
  

表 1    供应链韧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估方法

供应链韧性（Scr）

供应链抵抗力（Resis）

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对企业的资金占用情况（Resis1）

供应链的稳定程度（Resis2）

企业库存调整幅度（Resis3）

供应链恢复力（Recov）
生产波动对需求波动的偏离（Recov1）

企业绩效的偏离（Recov2）

供应链成长性（Growth） 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那里获得的经营增长（Operating_Growth）
 

2. 核心解释变量

（1）党建生态群的纵向维度。纵向维度指上下级党组织间的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

指企业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关系。借鉴企业社会资本中的纵向联系和企业社会关系中的

企业与政府关系，以及马连福等（2013）、李明辉等（2020）对党建的相关定义，本文将纵向维度

（Vtc）定义如下：在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中，若企业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或者存在“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则 Vtc 取 1，否则取 0。在供应链韧性研究中，上级党组织主要包括工商联、统战部

以及各级行业协会、商会。工商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

系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统战部具有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职能；行业协会和

商会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根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

意见》规定，在行业协会和商会中也需要建立党组织，推进党建工作。

若企业的董监高在上级党组织中担任职务或是上级党组织成员，则认为企业与上级党组织

存在较好的沟通关系（罗劲博和李小荣，2019）。“双向进入”指符合条件的党委会委员依公司章

程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符合条件的董监高人员依党章进入党委会；“交叉任职”指企

业领导同时担任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同时配备专职党委副书记。纵向维度能够体现出企业党组

织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关系以及自身党组织对企业的治理和引导作用。

（2）党建生态群的横向维度。横向维度指企业间的党组织关联，在企业供应链问题上特指

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党组织沟通关系。借鉴企业社会资本中的横向联系和企业社会关

系中的企业间关系，本文将横向维度（Hrz）定义如下：企业自身建立了党组织，且在企业明确披

露的前五大客户或供应商中，至少有一个企业建立了党组织，此时 Hrz 取 1。在这种情况下，链

上企业更容易开展以党建为媒介的交流活动，也更容易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党建联盟，实现企业

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党组织的沟通。

若纵向维度 Vtc 或横向维度 Hrz 取 1，则党建生态群 Party 取 1，否则取 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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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设定。参考张树山等（2021）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

股权集中度（Neg）、两职合一（Dual）、独立董事占比（Indpe）、董事会规模（Board）、经营性现金流

（Cash）和总资产周转率（TTA）等变量，以及年份、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本文变量定义见表 2。

本文采用以下模型来检验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

Scrit = α0+α1Party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8）

Scrit = α0+α1Vtc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9）

Scrit = α0+α1Hrz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0）
 
 

表 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供应链韧性 Scr 供应链韧性综合指数 3 034 0.683 0.161 0.004 0.840

党建生态群 Party 与上级或上下游党组织的沟通 3 034 0.688 0.464 0 1

纵向维度 Vtc 与上级党组织的沟通 3 014 0.628 0.483 0 1

横向维度 Hrz 与上下游党组织的沟通 3 034 0.468 0.499 0 1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3 034 21.895 1.303 19.078 28.504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总资产 3 034 0.406 0.215 0.011 1.748

股权集中度 Neg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2 994 35.138 14.876 3.890 89.990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与管理层兼任 2 946 0.248 0.432 0 1

独立董事占比 Indpe 独董人数/董事会人数 3 014 0.368 0.066 0 0.714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董事会人数+1） 3 014 2.335 0.211 1.609 3.258

经营性现金流 Cash 现金流量净值/总资产 3 034 0.042 0.071 −0.361 0.661

总资产周转率 TTA 营业收入/总资产 3 034 0.597 0.426 0.003 7.16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党建生态群 Party 的均

值为 0.688，表明样本期间有 68.8%的企业处在党建生态群中；Vtc 的均值为 0.628，表明样本期间

有一半以上的企业与上级党组织存在沟通关系；Hrz 的均值为 0.468，表明样本期间有不足一半

的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党组织存在沟通关系。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3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①其中列（1）为党建生态群整体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列（2）为党

建生态群的纵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列（3）为党建生态群的横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的影

响。从中可知，党建生态群及其纵向和横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从经济意

义来看，党建生态群的代理变量每增加 1个标准差，供应链韧性会提升 1.67%；②党建生态群的纵

向维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供应链韧性会提升 0.53%；③党建生态群的横向维度每增加 1 个标准

差，供应链韧性会提升 1.95%。④可见，党建生态群的横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

陆    蓉、吕    静、王怡靓：党建生态群与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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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强企业党组织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

党组织的联系，对于提升供应链韧性意义重大。

（三）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借鉴马连福等（2013）的
研究，本文以母公司是否集团公司（Group）作
为工具变量。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为集团公

司，则 Group 取 1，否则取 0。当控股股东为

集团公司时，企业党组织受集团母公司党组

织的领导和管理。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

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党组织设置和领导

关系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大企业集团一

般应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股份制企业党组

织的设置由控股方负责。因此，母公司是否

集团公司能够直接影响上市子公司的党组织

设立和管理情况，以及企业与上级党组织或上下游企业党组织的沟通关系。

表 4中列（1）为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为 0.109，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和解释变量是直接相关的；此外，F 值大于 10，这排除

了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显著为正，这

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4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5）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Treatment PSM Heckman

Party Scr Scr Scr Scr

IV 0.109***

（6.26）

Party 0.220*** 0.129*** 0.031*** 0.027***

（3.707） （7.244） （4.163） （4.976）

IMR −0.062*** −0.172***

（−5.656） （−3.017）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942 2 942 2 933 2 389 2 682

R2 0.314 0.097 0.307 0.272
 

2. 自选择偏差。党建生态群会受到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不具有随机性。为此，本文使用

处理效应模型和 PSM方法来解决自选择偏差问题。第一，处理效应模型。在第一阶段，以“党建

生态群”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员工人数、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企业年龄和董事会规模作为控制

变量进行 probit 回归；在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加入模型中进行回

归。表 4中列（3）为处理效应第二阶段回归结果，IMR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样本的确存在自选

择偏差；党建生态群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第二，PSM方法。本文以员工人

数、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企业年龄和董事会规模作为协变量，采用有放回的 1∶1最近邻匹配进

行样本匹配。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见列（4），党建生态群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Scr Scr Scr

Party 0.036***

（5.540）

Vtc 0.011*

（1.770）

Hrz 0.039***

（6.575）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0.136 0.113 0.130

（1.147） （0.942） （1.102）

N 2 942 2 942 2 942

R2 0.300 0.293 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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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样本选择偏差。由于供应链信息并非强制要求披露，本文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本文

采用 Heckman 两阶段法来解决这类内生性问题（底璐璐等，2020）。在第一阶段，以是否披露供

应链信息（Desclosure）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产权性质、营业收入增长率、ROA、资产负债率、企

业年龄和企业规模作为解释变量（蒋殿春和鲁大宇，2022）进行 probit回归；在第二阶段，将第一

阶段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加入模型中进行回归。表 4中列（5）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党建

生态群的系数仍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四）稳健性检验①

1. 遗漏变量。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增加营业利润占比和两权分离率，并将省份固定效

应替换为城市固定效应，从而控制城市层面时变的宏观环境特征。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一致。

2. 测量误差。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缩尾参数的方式来减轻测量误差。第一，本

文使用应收账款和预付款项之和与营业总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度量供应链抵抗力维度中上下

游企业对公司的资金占用情况；第二，本文使用销售额（主营业务收入）来度量供应链恢复力维

度中生产波动对需求波动的偏离计算公式中的需求量；第三，本文将供应链恢复力维度中企业

绩效的偏离计算公式中的“息税前利润”替换为“息税前利润 TTM”，息税前利润 TTM=净利润

TTM+所得税费用 TTM+财务费用 TTM，TTM的计算方式为：本期值+上年年报值−上年同期值；

第四，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5%的缩尾处理。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五）排除性检验

本文分三步进行回归，以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1）和模型（12），选取企业

加入行业协会、商会的董监高人数（Num），以排除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选取前五大供应商公

司规模的均值（SS）和前五大客户公司规模的均值（CS），以排除供应商或客户公司规模的影响；

选取企业规模（Size），以排除公司规模的影响。

Scrit = α0+αX+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1）

Scrit = α0+αX+βParty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2）

第一步，分别将 Party、Num、SS、CS 和 Size 作为 X 加入模型（11）中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党

建生态群 Party 的系数最大且最显著。

第二步，分别将 Num、SS、CS 和 Size 作为 X 加入模型（12）中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党建生态

群 Party 的系数保持在 0.035左右，且其显著性无明显变化。这表明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韧性的

提升作用不能被行业协会商会、供应商规模、客户规模和公司规模所解释。

第三步，同时将 Num、SS 或 CS、Size 作为 X 加入模型（12）中进行回归。②结果显示，党建生

态群 Party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其他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或不显著。这表明其他 4 个变量

对供应链韧性的作用能够被党建生态群所吸收。

五、机制分析

（一）纵向维度的政策信息传递

本文借鉴方明月等（2023）的方法，将企业年报中涉及政策分析的句子数量定义为企业的经

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以此作为政策信息的代理指标。本文构建模型（13）和模型（14）来检验纵

陆    蓉、吕    静、王怡靓：党建生态群与供应链韧性

 ①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稳健性检验和排除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同时加入 SS 和 CS 会导致回归的样本量过少。

•  13  •



向维度的政策信息传递渠道。若模型中交乘项系数 α1 显著为负，则表明党建生态群及其纵向维

度通过政策信息传递，提升了企业供应链韧性。

Scrit = α0+α1Partyit × epuit +α2Party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3）

Scrit = α0+α1Vtcit × epuit +α2Vtc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4）

表 5 结果表明，党建生态群及其纵向维

度能够通过政策信息传递渠道来提升供应链

韧性，这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二）横向维度的非公开信息传递

本文借鉴张树山等（2021）的研究，采用

分组回归的方式来探讨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

韧性作用的非公开信息传递渠道。本文预

期，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

时，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

加显著。本文从深交所、沪交所披露的公司

信息披露工作考核结果和企业所处地区的市

场化水平两个层面来衡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

1. 深交所、沪交所披露的上市公司透明

度。当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时，供应商和客户无法及时准确地获取企业信息，从而导致信

息不对称。本文借鉴辛清泉等（2014）的研究，以深交所、沪交所披露的上市公司透明度为基础，

将样本按照信息披露等级划分为优秀和非优秀两组，对模型（8）和模型（10）进行分组回归。表 6
中列（1）和列（3）为信息披露质量“非优秀”样本的回归结果，列（2）和列（4）为信息披露质量“优

秀”样本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建生态群及其横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的作用仅在信息不对

称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显著为正，表明横向维度的非公开信息传递渠道存在，这与理论分析结果

一致。
  

表 6    非公开信息传递渠道

（1） （2） （3） （4） （5） （6） （7） （8）

Scr Scr Scr Scr Scr Scr Scr Scr

Party 0.040*** 0.019 0.053*** 0.026***

（5.579） （1.278） （5.525） （2.883）

Hrz 0.043*** 0.015 0.042*** 0.035***

（6.626） （1.044） （5.277） （3.875）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552 390 2 552 390 1 460 1 482 1 460 1 482

R2 0.298 0.598 0.301 0.597 0.393 0.300 0.392 0.303

系数组间差异 0.027** 0.007

p值 0.026 0.279

　　注：p值由bootstrap抽样1 000次得到，下同。
 

 

表 5    政策信息传递渠道

（1） （2）

Scr Scr

Party×epu −0.003**

（−2.081）

Party 0.043***

（5.877）

Vtc×epu −0.003**

（−1.971）

Vtc 0.018**

（2.538）

Contr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N 2 931 2 931

R2 0.300 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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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区市场化水平。当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时，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本文借

鉴张树山等（2021）的研究，根据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地区市场

化水平高低两组，对模型（8）和模型（10）进行分组回归。地区市场化水平数据参考王小鲁等

（2019）的研究。表 6中列（5）和列（7）为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组的回归结果，列（6）和列（8）为地

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组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党建生态群及其横向维度对供应链韧性的作用在

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样本中较强且总体上比较显著，这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三）横向维度的技术信息溢出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上下游联动效应（范合君等，2023）。李云鹤等（2022）研究发现，数字

化转型存在供应链溢出效应，能够提升链上企业的技术水平。因此，本文将数字化转型程度作

为技术信息溢出渠道的代理指标。

本文使用 CSMAR数据库中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来度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该指标从战

略引领、技术驱动、组织赋能、环境支撑、数字化成果和数字化应用六个维度，综合计算得到企

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数。为了探究技术信息溢出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Scrit = α0+α1Partyit ×digitalit +α2Party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5）

Scrit = α0+α1Hrzit ×digitalit +α2Hrz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16）

为了减轻行业异质性的影响，本文使用

经过行业中位数调整后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进

行回归分析。表 7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 α1

显著为正，表明党建生态群及其横向维度能

够通过促进技术信息溢出来提升供应链韧性。

六、进一步分析

（一）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

性的影响

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

用是否以牺牲上下游企业的利益为代价？党

建生态群究竟是“独赢”还是“共赢”？本文进

一步研究了核心企业党建生态群对其上下游

企业供应链韧性（udScr）的影响。udScr 的计

算方法如下：

udScrit = (uScrit +dScrit)/2 （17）
其中：

uScrit =

5∑
j=1

(
purchase jt

tpurchaseit

)
× sScr jt （18）

dScrit =

5∑
n=1

(
salesnt

tsalesit

)
× cScrnt （19）

式（18）中，uScrit 表示上游供应商的供应链韧性，purchasejt 表示企业向第 j 大供应商的采购

额，tpurchaseit 表示企业向前五大供应商的总采购额，sScrjt 表示企业第 j 大供应商的供应链韧

 

表 7    技术信息溢出渠道

（1） （2）

Scr Scr

Party×digital 0.003***

（5.557）

Party 0.032***

（4.808）

Hrz×digital 0.002***

（3.468）

Hrz 0.038***

（6.057）

Contr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N 2 536 2 536

R2 0.291 0.290

陆    蓉、吕    静、王怡靓：党建生态群与供应链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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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式（19）中，dScrit 表示下游客户的供应链韧性，salesnt 表示企业对第 n 大客户的销售额，tsaleit

表示企业对前五大客户的总销售额，cScrnt 表示企业第 n 大客户的供应链韧性。

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udScrit = α0+α1Partyit +ΣγContrit +ΣYear+ΣInd+ΣPro+εit （20）

表 8 中列（1）结果表明，党建生态群能够显著提升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韧性，起到“共赢”

的作用。
 
 

表 8    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与产权性质分析

（1） （2） （3） （4） （5）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udScr Scr Scr udScr udScr

Party 0.013* 0.023 0.021*** 0.074*** 0.017**

（1.775） （1.200） （2.789） （2.791） （1.965）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2 338 1 126 1816 922 1 416

R2 0.181 0.367 0.313 0.315 0.192

系数组间差异 0.056***

p值 0.000
 

（二）产权性质分析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发展视野、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供应链中的功能作用也

有所不同（杨金玉等，2022）。国有企业注重长期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实施，管理方式比较规范和

稳定；而民营企业以市场为导向，注重短期效益和自身利润。国有企业在维持供应链安全稳定

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起到“链长”“头雁”的作用。因此，以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

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和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作用会有所不同。本文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划

分，对模型（8）和模型（20）进行分组回归。表 8中列（2）和列（4）结果显示，以国有企业为基点的

党建生态群对自身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但能够显著提升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韧性；

列（3）和列（5）结果显示，以非国有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自身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强

且更显著；对比列（4）和列（5）可知，国有企业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

更强且更显著。上述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党建生态群更多地体现出“利己”的自转作用，与

其利益导向一致；而国有企业的党建生态群更多地体现出“利他”的公转作用，能够提升整体供

应链韧性。当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时，国有企业的动向能够向链上企业传递政策导向、未来发展

方向等，这印证了党建生态群的政策信息传递渠道。

（三）社会网络中心度分析

供应链企业间的党组织网络形成一种社会网络关系。处于不同网络位置的企业在信息获

取、信息披露和影响力方面存在差异，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和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

的作用会有所不同。Larcker 等（2013）的研究表明，网络中心度越高的高管越容易掌握监管规

则、行业发展和市场条件等关键信息。此外，处于社会网络中心的企业能够与更多的企业产生

联系，影响力更大。

本文借鉴王磊等（2022）的方法，从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三个维度来计算

董事网络中心度，以此作为企业网络中心度的代理指标。本文根据企业社会网络中心度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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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均值，将样本划分为社会网络中心度高低两组，对模型（8）和模型（20）进行分组回归。表 9

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党建生态群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在社会网络中心度低的企

业中更强且更显著，体现出“利己”的自转作用。由于社会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不具有信息获取

优势，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党建生态群的非公开信息传递渠道。列（3）和列（4）结果显示，由

于社会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影响力更强，其党建生态群能够显著提升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韧

性，体现出“利他”的公转作用。
  

表 9    社会网络中心度分析

（1） （2） （3） （4）

社会网络中心度低 社会网络中心度高 社会网络中心度低 社会网络中心度高

Scr Scr udScr udScr

Party 0.043*** 0.023** 0.009 0.025**

（4.539） （2.555） （0.860） （2.182）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 563 1 370 1 234 1 097

R2 0.314 0.346 0.207 0.233

系数组间差异 0.019*

p值 0.085
 

（四）区分行业上游、中游和下游

完整的供应链能够实现产品或服务从原

材料采购到最终消费的全过程。上游企业大

多为产品或服务的原材料供应商，中游企业

大多为生产制造商，下游企业一般为产品或

服务的终端销售商。当企业所处的供应链位

置不同时，党建生态群对自身及上下游企业

的供应链韧性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本文借鉴

Antràs 等（2012）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指数，利

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中国投

入产出数据进行测算，根据行业上游度指数

进行三等分来定义上游、中游和下游。表 10中列（1）和列（3）结果显示，以行业上游和下游企业

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列（2）结果显示，由于行业中

游企业的技术信息更容易沿着供应链向两端的企业溢出，以其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能够显著提

升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韧性，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共赢”主要由行业中游的党建生态

群所实现。无论行业上游、中游还是下游企业，党建生态群均能显著提升自身供应链韧性。上

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党建生态群的技术信息溢出渠道。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提出党建生态群概念，探讨了中国特色的这一治理模式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效

应。党建生态群具有纵向的上下级和横向的同级党组织间的关联，发挥了特有的信息传递作

用。上下级党组织间的纵向关联通过独特的政策信息传递渠道来提升供应链韧性，企业间党组

 

表 10    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分析：

区分行业上游、中游和下游

（1） （2） （3）

上游 中游 下游

udScr udScr udScr

Party 0.006 0.036*** −0.015

（0.502） （2.920） （−0.946）

Contr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和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N 776 777 785

R2 0.261 0.160 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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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横向关联通过非公开信息传递和技术信息溢出渠道来提升供应链韧性。党建生态群能够发

挥“公转带动自转”的治理作用。以国有企业和社会网络中心度较高的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

群对上下游企业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强，起到了“利他”的公转作用；而以非国有企业和社

会网络中心度较低的企业为基点的党建生态群对自身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较强，起到了“利

己”的自转作用。本文探究了党建生态群对供应链韧性的提升作用及其独特的作用路径，这对

于揭秘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来提升供应链

韧性提供了中国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供应链上下

游企业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党建生态群。在新发展阶段，企业更应重视党建工作，发挥

党建生态群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首先，应发挥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将企业党

建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把党组织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目标

同向，互促共进”。其次，企业应加强与工商联、统战部、行业协会、商会等上级党组织的沟通交

流，及时获得政策信息，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以更好地开展生产、抵御风险；同

时，应关注自身党组织建设，形成“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公司治理体系，实现政策信息落

实，以促进党组织对于供应链韧性的积极作用。最后，企业应积极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党组

织建立联系，推进党建生态群的组织建设，以更好地发挥党建生态群的非公开信息传递和技术

信息溢出的作用。要凝聚供应链企业智慧，形成强大的合力，真正发挥党建生态群的作用，将政

治优势与企业自身发展相结合，促进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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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Lu Rong,  Lyu Jing,  Wang Yiliang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s a unique advantag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orming a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 China’s unique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play a unique role in enhancing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of enterprises?

　　Using the supply chain wi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nnections as carrier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and explores how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enhances supply chain resili-

ence through unique information channels. It is found that Party building constitutes ecological communities

through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The vertical association between superior and subordinate

Party organizations can enhanc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hrough unique channels for policy information trans-

mission; the horizontal associ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between enterprises enhances supply chain resili-

ence through non-publ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spillover channels. The

above-mentioned path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driven by public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validated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amples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and supply chain loc-

ations.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based 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er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enhancing th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

prises, playing an “altruistic” role; while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based on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lower social network centrality have a stronger effect on enhancing their own supply chain re-

silience, playing a “selfish” role. The role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in enhancing the supply chain resili-

ence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s mainly focused on enterprises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supply chain.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expanding the literature on Party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from a single Party or-

ganization within the enterprise to a Party organization network. Second, it reveals the uniqu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tend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multi-level structur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to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demonstrating the multi-

dimensional positive effect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ird, it extends the influ-

encing factors of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o China’s characteristic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which helps to

promot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e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supply chains after crisis shock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supply chain resili-

ence, uncovers a corner of the veil of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operation m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s Chinese experience on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improving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Ecospher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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